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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被誉为“历史科学之父”，不仅对欧美近代史学

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波及远东的日本和中国。关于兰克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关系，几乎所有研究中国近代

史学史论著都会涉及，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问题已圆满解决。其一，中文世界有哪些与兰克有关的文献，

先行研究大多未充分发掘，翻来覆去，所举例证不外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等少数史家，且所提供的

证据非常薄弱。其二，某人论著中论及兰克，或引用兰克某句话，便谓某人受兰克影响，或某位史家重

视档案史料，便判断继承了兰克学风，诸如此类不靠谱的论证，在先行研究中颇为常见。其三，中国史

家的兰克论述是直接阅读兰克著作后形成，还是通过二手著作，或仅是东抄西拼，先行研究似缺乏探源

意识，一概用于说明兰克在中国接受的证据。本文拟以近代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作为分析对象，a 一方

面追溯中文世界兰克知识的本源，另一方面尝试重建兰克论述辗转传衍的知识链，藉此呈现兰克知识在

中国史学界的实况，从而对兰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近代史学提供一个参照。

一、史学方法论

五四前后，中国史学发展进入学院化、专业化、职业化之途，对史学研究法“有一种十分诚切的

要求”，b 而兰克又是在西方提倡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者，故中国史学界对兰克著作自然欢迎，规模略

大的一些高校图书馆多购藏有若干种兰克著作。1917 年北京大学史学门设有特别讲演，“以一书为范围者，

如《尚书》《周官》《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通志》、海罗多之《希腊史》、泰奇都之《罗马史》、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2020ECNU—JP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员（北京，

100101）。

a 本文讨论不包括 1900 年以来出版的各种汉译或中国自编的西洋史教科书的兰克论述，拟另文专论。

b 《陈衡哲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20 年 9 月 18 日第 2 版。

李孝迁

[ 摘   要 ] 德国史家兰克在近代中国史学界知名度颇高，但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绝大部分只是从外国流

行的西洋史教科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著作中转述而来，甚至是经过多重转引，引述者未必清晰了解兰

克的思想脉络，人云亦云、寻章摘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直接阅读兰克原著者寥寥无几。中国史家在课堂

或著作中偶尔提及兰克，并不能说明后者对前者产生如何影响，也不能说明前者一定对后者有实质性的认识。

兰克对中国近代史学有影响，但两者关系是间接的，没有实质性的联络，其中西方史学史、史学方法著作起

到中介作用，他的史义被抛弃，史法被保留，并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相接榫，在中国史学界大行其“法”。

[ 关键词 ] 兰克     傅斯年     鲁滨逊     史学方法论     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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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左之《法国文明史》、兰克之《德国史》《英国史》《法国史》等是”。a1928 年至 1934 年武大图书馆

西文目录中兰克著作有四种：英译本《教皇史》（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during the last four centuries, 
1927）、德文本《教皇史》（Die Römischen Päpste in den letzten vier Jahrhunderten, 1923）、英译本《罗曼

与日耳曼族群史 1494—1514》（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1494—1514, 1909）、德文本《宗

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1924）。b1937 年毛子水为北

大史学系所拟欲购书目，多属兰克一派的史学作品，除了 Ranke’s Historical Works，关于史学史、史

学方法、历史哲学类书籍，列举 Bury’s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Langlois and Seignobos’s Introduction，

Bernheim’s Lehrbuch，Acton’s Lectures and Historical Essays，Bury’s Idea of Progress，Teggart’s Theory of 
history，Vincent’s Historical Research。c 国内学者有条件接触到部分兰克著作，当不成问题。此外，兰

克著作很多有英译本，中国高校史学系师生通英文者多，语言上的障碍并不大。然而，有书是一回事，

中国学者是否有欲望阅读则为另一回事。民国时期有些大学史学系常开设西洋史学名著选读课程，事实

上极少选读兰克作品。

中国史家论兰克却不读兰克著作，产生这一吊诡现象的原因或有数端：其一，彼时中国史学界讲得

最多的是方法论知识，对西方科学的史学方法尤为着迷，但兰克并无系统的方法论著作，他的方法大多

融入于作品中，对中国学者而言，与其直接读兰克著作，不如读那些已概括兰克治史方法的教科书，更

切合实用。其二，兰克所处理的议题大多集中在 16 至 17 世纪欧洲历史，少部分涉及 18 世纪和 19 世纪

初期，一般中国史家对此相对陌生，减弱了阅读的兴趣。其三，兰克的史学理论带有神秘主义的宗教色彩，d

与 20 世纪国际史学发展潮流相悖，一般中国读者缺乏宗教背景，对此难以共鸣，也不易理解。其四，

兰克对中国并不友好，他把中国排斥在世界史之外，或许也影响中国读者的阅读积极性。1920 年代以来，

中国史家普遍推崇兰克，时常援引兰克若何云云，但这并不表示引用者是直接取自兰克原著，事实上绝

大多数为假借二手著作乃至三手、四手作品而已。兰克历史著作长期没有中译本这一现象，颇能佐证中

国史家对兰克著作虽敬却远之的实况，不如对一般西方史学方法、史学史著作有阅读热情。

民国时期高校历史系一般都将史学方法列为必修课，若采用外人写的教材，通常选德国伯伦汉（E.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著作、e 法国 Ch. V. Langlois 和 Ch. Seignobos 合著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1898）、f 美国傅舲（F. M. Fling）《历史研究法》（The Writing of History，1920）。

这些教材均论及兰克，且在中国史学界非常流行，但它们对传播兰克的作用不尽相同。伯伦汉和傅舲积

极称道兰克，高度肯定他在方法学上的地位，谓“实有创辟新纪之意义”。伯伦汉将兰克的名言“它

只想呈现，过去原本是如何”（er will blos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g 从史料考证技术的方

a 《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教育公报》第 4 年第 14 期，1917 年 10 月 30 日。

b 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the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Library1928-1934,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35, 
p. 78.

c 1937 年 2 月 18 日姚从吾致陈受颐函所附。

d 兰克说：“我们认为，若无神，便无物存在；而万有的存在又无不仰赖神。当我们脱离了那有限的神学的束缚——
便会认识到我们所有这些治史努力的背后，皆有一种更高的、宗教性的本源。”又谓“普遍历史唯有神才能知晓。我们
的所知却是矛盾重重——正如一位诗人曾所说，‘人类不解和谐，唯有神知晓’，史学家也只能以猜测的姿态从远处探求”。

（兰克：《论普遍历史》，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 年，第 183-184、189 页）兰克
在一封信中说：“所有的历史中都有上帝在居住、生活，每一项行动都在证明上帝他的存在；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也在宣
扬着上帝的名字，最能证明上帝存在的，我认为是历史的伟大连续性。”（易兰译：《世界历史的秘密》，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2012 年，导言，第 9 页）

e伯伦汉《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 1889）和《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1905）反复修订再版，对各国史学专业化皆有影响，在中国更是被正统派史家所采纳，深刻影响中
国近代史学，参阅胡昌智、李孝迁：《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及其在东亚的知识旅行》，《中华文史论丛》2018 年第 3 期。

f 关于《史学原论》在中国的影响，参阅李孝迁：《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天津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1 期。

g 胡昌智译文。1937 年陈韬译文“一般人恒以为历史之任务，在洞察已往及现在之情形，俾将来得所借鉴；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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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层面论述，意指“如何乃能实事求是的研究之”，以此说明兰克的客观取向，而略过他旨在表达对

欧洲近世史脉络的基本看法（Ansicht），忽视了兰克的宗教关怀，成为此后世界各国史家引用此句的权

威说法。傅舲深受伯伦汉的影响，他的《历史研究法》不啻伯伦汉作品的一个缩略本，a 明白浅显，专

为初学者，在中国史学界甚为流行，1930 年代先后出版两种中译本，民国有些大学取为教材使用。b 傅

舲与伯伦汉同样看重兰克的史料批判，称“兰克的作品是少年史家的模范”，“少年史家为补充他的方法

的原理的研究，除了仔细研究兰克此等文集以外，再也寻不到更好的方法了”。c 傅舲所见之兰克，与伯

伦汉完全一致，只有史法而无史义。当然，这种片面的解读不能完全归咎于后来者，兰克在实作课上确

实多讲史法少及史义。

法人所著《史学原论》一书通常被视为代表兰克方法（Ranke’s method）的作品，d 但反讽的是，与

伯伦汉、傅舲对兰克予以正面论述不同，兰克在《史学原论》仅出现三处：其一英译本第 140 页，指出

包括兰克在内的那些最著名史家的作品，在方法上也是有缺陷的。其二英译本第 222 页，注释一引用兰

克名言“I wish to state how that really was”（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为了说明史学家努力把那些事实

想象得和他有可能个人观察到的一样所添加的注释。其三英译本第 286 页，作者认为兰克是黑格尔主义

者（Hegelianism），“披着世俗外衣的古老的神学终极因理论（the old theological theory of final causes）”，

这种理论假设某种致力于引导人类朝向对其有利方向前进的神意是存在的。Introduction 认为这种假设

并不科学，“因为历史事实的观察结果并不表明事情总是以最理性的或者对人们最有利的方式发生”。e

兰克被置于非常次要、极不醒目的位置，即使在这些吉光片羽文字中呈现的亦多为负面评价。作者不

仅批评兰克治史方法存在缺憾，也质疑兰克唯心主义观念论的科学性。兰克的名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作者看来，太过理想化，忽视了史家主观想象的成分。在《史学原论》极为有限的论述中，

读者很难对兰克产生印象，如果有印象，主要在观念论，而不是方法学。《史学原论》完全排斥玄想式思想，

有意与兰克拉开距离，甚至淡化兰克在方法学领域的贡献，与作者将兰克定位在黑格尔主义者有关。不

过，《史学原论》仍可看作是尼布尔（B. G. Niebuhr）、兰克以来史料考证传统中的作品。

以上三种西人史学研究法著作在中国史学界颇为流行，中国史家讲史法常以之作为根据，由此影响

了他们对兰克的认知。自称“中国的兰克学派”的傅斯年，f1929 年开始在北大史学系讲“史学方法论”，g

对伯伦汉《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20）颇为熟悉，他对兰克的认识没

此种观念，非史家所宜有，研究历史者，但当实事求是，说明其曾经若何而已”。（陈韬译：《史学方法论》，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99 页）

a 李树峻译：《史学研究法导言》，“译者附识”，北京《益世报》1929 年 11 月 1 日第 9 版。

b 1932 年陈祖源在武汉大学史学系讲授史学研究法，Fling 书列为参考书之一。（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
系概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403 页）

c 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北平：立达书局，1933 年，第 63 页。薛澄清译本：《历史方法概论》，上海：商
务印书馆，1934 年，第 77 页。F. M. Fling,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0, p.102.

d Aviezer Tucker ,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

e 余伟中译本（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第 172 页。按，李思纯中译本（李孝迁、胡昌智编校：《历史研
究法二种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三处涉及兰克的页码在第 72、117、156 页，余伟中译本见第 79、
139、172 页。

f 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台大历史学报》1996 年第 20 期。邓广铭称：“当傅先生回国之初，有
时自称是‘中国的朗克学派’，其在史学研究法方面，必然也受到德国史学家的一些影响；然而傅先生在回国后发表的
部分文章当中，在北大史学系‘史学方法导论’的课堂上，所再三再四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个命题，和他所经
常放在嘴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都只是傅先生的一家之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界再也找不到第
二家的”。邓的判断不尽可靠，傅氏思想承袭西学一面，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g 1929 年、1930 年课程名“史学方法论”，1931 年停一次，由黎东方代讲，1932 年、1933 年课程名改为“史学
方法导论”，1934 年开始这门课由姚从吾接替，也就是说傅斯年至少在北大讲了四次史学方法课，并非如邓广铭回忆只
讲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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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出伯伦汉。傅氏一生讲到兰克次数并不多，a1943 年 12 月他为《史料与史学》撰写发刊词，说明

该刊之所以命名“史料与史学”的深意：

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

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

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

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寻得之客观知识多矣。b

在傅氏眼中，兰克是司马光、钱大昕一类的史家，“纯就史料以探史实”，除此无他，当是受了伯伦汉所

塑造兰克形象的先入影响。傅氏的史学思想与法人所著《史学原论》极为契合，c 但他似有意或无意忽

略了该书对兰克“史义”的批评，说明他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塑造了另一个兰克，而这个兰克恰恰是兰

克本人所摒弃的，兰克本人是定然不能接受后人对他的通常论述的。

同样，接着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讲史学方法论的姚从吾，主要研读二手著作，如伯伦汉作品、古

奇（G. P. Gooch）《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M. Ritter
《历史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Hans. F. Helmolt《兰克生平与贡献》

（Leopold Ranke’s Leben und Wirken）、 傅 埃 特（Eduard Fueter）《 近 代 史 学 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等，获知兰克史学。他转引柏林大学近代史教授 R. Sternfeld 的看法，强调兰克《近代

史家批判》（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的特殊地位，“自此文出世，近代史学研究的新基础

方正式确立”，“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主张，“简单说，即是赤裸裸的记述往情，不加任何藻饰，仔

细研究各个史事，不知道的存疑，切戒加以臆造，与杂以浮辞。再由各个史事的联贯中，了解他们相互

的关系”。d 同时，姚氏通过傅埃特著作，看到了观念论的兰克，“栾克是近代特出的历史家，注重记述

事实以外兼重历史理论，他的历史观是承袭德国正统派哲学观念主义的见解的，无形中在德国史学界建

立一种观念论的历史观”，e“根据康德、斐希特、黑格尔诸家的历史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著史讲说，

传诸门徒，和门徒的门徒；辗转皈依，因而观念论派的历史观，即弥漫于德国的史学界”。f 他在北大讲

历史研究法对此尚有说明。g 不过，他在课堂中彰显更多的是“科学派”兰克，“观念论”不是重点，嗣

后他在台湾大学继续讲授此课略过了“观念论”。

1931 年雷海宗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列举古奇、傅埃特、绍特威尔（J. T. Shotwell）三人

史学史著作为参考，把尼布尔、兰克视为“专研究历史事实之真相”者。h1932 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史

学方法”，i 以法人所著《史学原论》和克罗齐（Croce）《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为参考书，前者注重考据，后者注重性质。j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分上篇“历史学

的理论”（theory of historiography）和下篇“历史学的历史”（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既可作为史学研

究法课程的参考书，k也可作为西洋史学史课程参考书。l克罗齐将兰克定位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

a 周一良回忆傅斯年：“有一晚我正在读法文，傅先生进来，说：‘你将来还可以学点德文，以便看兰克和莫姆森
的原著。’我当时想，这谈何容易！”（周一良：《史语所一年》，《古今论衡》1998 年第 1 期）

b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重庆：
独立出版社，1944 年，第 2 页。

c 参阅李孝迁：《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

d 姚从吾：《历史研究法》，见李孝迁编校：《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177 页。

e 姚从吾：《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中央日报》1936 年 12 月 6 日第 11 版。

f 姚从吾：《德国史学界所称道的几种历史观》，《留德学志》第 1 期，1930 年 6 月。

g 姚从吾：《历史研究法》，见李孝迁编校：《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第 277-278 页。

h 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340、346 页。

i 《大学本科暨研究院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2 年度），第 70 页。

j 王敦书：《雷海宗 1932 年史学方法课程笔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k 《中央大学史学系选课指导书》（1933 年），第 106 页。

l 朱谦之用的是羽仁五郎据 1921 年英译本的日译本，岩波书店 1926 年出版。第二部第 187-417 页，“对于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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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专爱研究特殊事实（particular facts）而不热衷研究理论，排斥哲学，只追求事实，与现实生活

割裂。a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雷海宗为什么把兰克看成“专研究历史事实之真相”的史家。

二、西方史学史

兰克作为西方近代史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几乎所有西方史学史著作都会论及，相应的也是西方史

学史课程必须重点讲授的对象。英国史家古奇的《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1913）是最流行的史

学史著作，b 广受好评，多次再版。该书第 6 章专论兰克，长期主导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古奇详述兰

克的生平和著述，或受伯伦汉的影响，被他所看重的部分在史实重建环节，也把兰克《近代史家批判》

定位为“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兰克研究方法的新奇之处，在于他抓住历史写作者的性格，并查究

他的资料是从哪里获得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被理解成“对于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的大人物一

丝不苟地加以描绘，对于各个民族作了不偏不倚的概述。他的不动感情的语调，并不是他持冷淡态度的

结果。正因为他很少发表论断，所以他的论断就更有力量”。古奇在文末总结兰克的三点贡献：第一，

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第二，建立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第三，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

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来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分析权威性资料，从而创立考证的科学。c

古奇所见多为兰克的资料鉴定，全然没有历史哲学，他再造了考证派形象的兰克，不仅在欧美学术

界而且在中国都被广泛接受，成为解读兰克史学最流行的观点。陆懋德长期在各大学讲授史学研究法，

与孔繁霱一样，推崇伯伦汉和瑟诺博司。d 除此二人著作外，他也广泛涉猎其他西方史学方法和史学

史著作，如熟悉古奇、绍特威尔等人的论著。陆氏主要借助古奇论著了解兰克，谓“英人 G. P. Gooch
在其所作《史学研究篇》内，以为近世史学之新辟的正路，自德国史学家 Ranke 为始，并以为自 Ranke
始明白主张，使过去的事实与现在的感情脱离关系，并主张凡记述某时代之事迹，必须根据某时代同时

代之著作。此即谓自 Ranke 始提出史学之正当方法。”e 他接受古奇的看法，强调兰克在史法的作为，是

一位实事求是的考证派史家。

张贵永（致远）是孔繁霱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生，1929 年毕业之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曼

乃克（F. Meinecke, 1862—1954），1934 年任教于中央大学史学系，讲授西洋近世史和西洋史学史、史学

方法。他讲史学方法与孔繁霱一样，推崇伯伦汉与 Seignobos，而西洋史学史或以古奇之书为参考。他

最早向国人译介曼乃克《历史主义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1936），认为其师“直接继

承十九世纪德国史家兰克（Ranke）的传统，无论在治学与著述方面，都是严于史料考释，与富有实事

求是的精神”。f1936 年 1 月 23 日，曼乃克在兰克逝世 50 周年纪念会演说词附录于《历史主义的起源》，

张氏全文翻译，题名《莱奥坡·封·兰克》，发表在重庆《时事新报》“学灯”副刊，g 这是彼时中文世界

罗马、中世、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等各时代之历史叙述，略为研究，而加以批评”。（朱谦之：《历
史哲学大纲》，上海：民智书局，1933 年，第 356 页）

a [ 意 ]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230-232 页。Benedetto 
Croce, Theor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 N. Y.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23, pp.290-292. 按，该书 1915 年初版用德
文写就，1919 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21 年英国 Douglas Ainslie 的英译本出版，书名为 Theor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1923 年美国纽约再版英译本，书名则易为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内容完全一致，傅任敢译的是 1923 年英译本。

b 除了《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古奇还有其他史学史论文：“Historical research”，收录在 F. S. Marvin 编 Recent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Thought  1920 年版第 140-163 页。该文有两种译文：张廷休译，题为《近五十年历史讨源述略》，

《史地学报》第 2 卷第 8 号，1924 年 2 月；刘朝阳：《十九世纪后半期之西洋史学》，《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
究所周刊》第 1 集第 6 期，1928 年 12 月 6 日；“The growth of historical science”，收录在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1910 年版第 12 卷第 816-850 页；“Progress in historical studies”收录在 1924 年出版 Birkbeck College Centenary Lectures: 

（1823—1923）。

c [ 英 ]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214-215 页。

d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重庆：独立出版社，1947 年，第 12 页。

e 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师大史学丛刊》第 1 卷第 1 期，1931 年 6 月。

f 张贵永：《评〈历史学主义的起源〉》，《中德学志》1940 年第 2 卷第 4 期。

g 《时事新报》1945 年 8 月 6、28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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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兰克最详尽的一篇文字。1946 年是兰克逝世 60 周年，张氏仿其师之故技，在《时事新报》“学灯”

副刊连载长文《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a 这是中国学者专论兰克第一文。然而，张氏所译所撰两篇兰克

的长文，发表在动荡年代，地处后方，印刷质量差，在学术界没有影响。

《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初稿完成于张贵永获得博士学位（1933）以后的一年间，正式发表则在

1946 年，1952 年张氏在台湾《自由中国》第 7 卷第 12 期发表《兰克的生平与著作》，除了个别文

字改动，则是旧作重刊。该文是张氏的原创研究还是编译文字，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就论文架构

来说，与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兰克”一章非常相似，都以时间先后逐一讨论兰克的著作。

张氏与古奇结识甚早，1932 年暑假他访问伦敦，会见古奇，此后两人长期保持联系。他们二人的学术

兴趣一致，皆在西洋外交史和近代史学史。张在大学讲授西洋史学史，对古奇史学史著作不陌生，承认

古奇是“当代对于英国、欧洲外交史最有研究的一位史学家，尤其是研究德国十九世纪的史学与史家，

更具心得，给予我的影响颇多”。b 他所译的曼乃克关于兰克的演讲，里面对兰克的世界观、历史观包括

宗教信仰在研究历史中的指导作用着墨颇多，但《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一文不是沿着乃师的路径，而

更接近于古奇，强调兰克“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之可贵，“坚持历史的认识应该绝对自主。有人把

他认为近代第一位史家，把历史纯粹由其本身的目的来追求；在他之前的学人往往具有政治、宗教及爱

国的动机。真的自主的历史观是要把人和事物不加判断，只探求其客观的真相，不应对历史经过作主观

与审判的企图。好多具有强烈伦理动机的人士认为在历史里有道德力量存在，足为政治家的绝对资鉴，

兰克却以人与世界历史大事的客观认识为其治学的根本原则”。c 张氏的兰克论是对其师言说的腰斩，只

发挥形而下的部分，而舍弃形而上的精神。他之所以作如此退步，或与姚从吾一样，意在积极融入中国

史学界的主流。事后他谓此文为纪念傅斯年而作，完全不合实情，只是旧文重刊罢了。张氏回忆傅斯年

于抗战前跟他说“史语所的研究工作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此或可信。张氏要

把兰克定位在德国语文考证学派谱系中，始能为傅氏自称史语所为“中国的兰克学派”作脚注。

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前言提及的瑞士史学家傅埃特用德文撰写《近代史学史》（1911）

一书，也是西方史学史一部名著，叙述 16 世纪人文主义到作者当代 400 年间的史学，以年代先后分

为 6 卷，每卷先以“通论”介绍这个时代历史作品的共同特质，然后分国别介绍史家及其代表作品。“兰

克及其学派”位于第 5 卷，隶属于浪漫主义思潮史学。傅埃特在“通论”述说浪漫主义历史作品从启蒙

史学蜕变而出，摆脱启蒙历史作品只陈述现象具有冰冷知识的特质，开始叙述历史中的人物与生活，要

把过去唤醒，赋予历史作品缤纷的色彩与人性的温情。苏格兰历史小说家司考特（W. Scott）是先驱，

他热情洋溢的历史故事深深启发并引导着早年的兰克。兰克同时承续德国语文考证学的传统，从尼布尔

的罗马史考证得到鼓舞。他强调兰克融合了活泼叙事与追求真实这两个渊源。傅埃特提出兰克历史作品

的 8 个特质：（1）兰克的观念论，不是虚无缥缈的形上理论，它很具体，就是保守复辟并且反对立宪的

思想。（2）兰克反民族史学，任何一个民族无法单独地构成历史的发展，民族也只有在全欧洲族群交织

发展中才能看清，他是民族历史理论强力的反对者。（3）兰克以艺术手腕掌握历史，尽情地描绘不同族

群习俗举止的特质。（4）兰克是历史心理学家，能够透过文献文字，穿透当事人的思绪，了解其内心中

的欲求矛盾，尤其是面对他所喜爱景仰的历史人物，他最能深入其内心。（5）兰克是语文考证大师。（6）

兰克史料的运用呈现片面性，几乎完全从执政者的观点叙述历史，经济、社会、宗教生活都不见于他的

作品。（7）兰克是文学家，他要呈现历史的缤纷，从不否认史学需要文学的叙事技能。（8）兰克不使用

分析方式显示历史现象的综错交杂，也不用定义清晰的概念规范分类史事，他完全依附于史料，以叙事

掌握历史现象的大局。兰克在书中虽然被尊崇，但作者没有溢美，不讳言兰克的弱点。d 陈翰笙、熊遂、

a 《时事新报》1946 年 4 月 15、22 日第 4 版。

b 张贵永口述，吕天行笔记：《我的史学研究兴趣》，《新时代》1962 年第 2 卷第 10 期。

c 张致远：《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时事新报》1946 年 4 月 22 日第 4 版。

d 以上对傅埃特《近代史学史》一书的概述文字由胡昌智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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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雷海宗、周谦冲、耿淡如等曾参阅过傅埃特的《近代史学史》德文本或法译本（1914），甚至

有的西洋史学史课程将其列为参考书之一。傅埃特所描绘的兰克形象与伯伦汉、古奇刻板印象不同，更

全面也更接近于兰克的本相，但中国史家多接受伯伦汉、古奇的观点而抛弃了前者。

此外，法国莫诺德（G. Monod）的弟子吉扬（Antoine Guilland, 1861—1938），1899 年用法文出版《近

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L’Allemagne nouvelle et ses historiens），a 其中论兰克颇详，是中国史家认识兰克

的文本之一。b1943 年杨人楩（1903—1973）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德国民族之侵略性》，下篇“史学家

与实际政治”，分 6 小节：德国历史学派之产生、几个先驱、代表现实主义的蒙森、普鲁士学派、特来

乞克、滥用史学之错误，大体编译自吉扬和古奇的书。杨氏模仿吉扬，将尼布尔和兰克作为先驱者，而

兰克则是“头脑最冷静，态度最纯正”，“在他的著作中，并不因当日之实际政治而有任何偏见，只知诉

之于知识，而不诉之于感情”，“各民族之特殊性与通史之联络性，是他的史观之二大条件；c 批评的方

法与综合的精神是兰克治学的态度，吉养（Guilland）称之为‘历史真理的奴隶’”。d 杨氏之所以认为兰

克对德国民族侵略性也有影响，同样依据吉扬的相关论述，但是兰克不同于其他史家，“即在乎他之不

以历史做侵略主义的工具；历史是求真，而不是说教，做一个纯粹客观的史学家，并不妨碍其为一个爱

国主义者；学术是一件事，政治主张又是一件事；不能因政治主张而牺牲学术。这便是兰克的态度”。e

杨氏在前言说“我敢告诉读者，全文中没有一语是无根据的”，f 此言不虚，该书有关兰克论述多取自

吉扬，他稍后撰写《历史研究与实际政治》一文，g 或从吉扬获得启发，模仿兰克的名文《论历史与政

治的区别和联系》。吉扬所塑造的兰克形象：关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实事求是又服务国家政策，对杨

氏有莫大的影响，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杨人楩这本小书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1946 年署名“丁十”

的一本名为《新世纪的教育》的小册子，讲兰克如何推崇侵略主义、赞美战争云云，h 便从杨氏这本小

书摘抄而来，而作者恐不知杨氏其实是本之吉扬的著作。

三、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

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除了写各种通论教材，还热衷于撰写史学史，鲁滨逊（J. 
H. Robinson, 1863—1936）、班兹（Harry Elmer Barnes, 1889—1968）、绍特威尔（J. T. Shotwell，1875—

1965）均有史学史作品，通过回顾总结既往史学发展而提出“综合史观”。鲁滨逊新史学派将兰克刻画

成是一位“静止的历史学家，其主要兴趣仅在于细节的叙述而不在于发展的研究”，他们提出的新史学

主张经常以兰克作为批判的对象，诚如美国史学史家伊格尔斯指出：“‘新史学家’在号召历史应该超出

事实而走向归纳和概括的时候，是在向兰克的方法论，更正确地说，是在向‘科学派’所保持的兰克的

形象挑战。”i 鲁滨逊新史学派呈现的刻板兰克形象，通过这一派著述大量被译介到中国，j 被中国许多

史家所接受。

鲁滨逊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 1912）是民国史学界非常流行的史学理论著作，1924 年由

何炳松译成中文出版。鲁滨逊说：“Ranke 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晰我们对于国家由来和性质的观念，

a 该书英译本（Modern Germany & her historians）出版于 191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中译本，黄艳红译。

b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将该书列为“历史哲学用书要目”。（《历史哲学大纲》，上海：民智书局，1933 年，第
367 页）

c “The individuality of nations and the concatenation of Universal History are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Ranke’s history”,  
see Antoine Guilland, Modern Germany & her historians, New York: McBride, Nast & Company, 1915, p.88.

d “a slave to historical truth”，见英译本第 101 页。

e 杨人楩：《德国民族之侵略性》，桂林：开明书店，1943 年，第 84-87 页。

f 杨人楩：《德国民族之侵略性·前言》，第 2 页。

g 发表于《客观》1945 年第 6 期。

h 丁十：《新世纪的教育》，上海：世界书局，1946 年，第 32 页。

i [ 美 ] 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兰克的形象》（上），《历史译丛》1962 年第 1 期。

j 参阅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1882—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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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家是人类发达的继续的根据。”a 以为 Ranke、Dahn、Giesebrecht、Waitz、Droysen 这班人“开始

专门研究德国史，都是充满一种爱国的热忱，和前世纪的大同主义绝不相同。从此以后，欧洲各国的

历史，慢慢的都变为民族的，历史资料的搜集同出版，亦异常的激动起来”。b 史家普遍认为过去事实

最值得称道的，都是同国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兰克“以为政治史是尽善尽美的历史”。c 兰克被描

绘成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史家。鲁滨逊又指出：“Ranke 的豪语说要去‘据实记载’——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十九世纪中叶，要想做到这一步，还是不能没有一种声明。因为我们上面曾经说过，从前

的历史家抱有别种目的，普通都希望历史帮助，或者至少不要反对，爱国的同宗教的成见。所以一

个‘据实记载’的决心，将历史家的地位，比从前提高了许多，而他的影响也是很大。”但鲁滨逊接着

批评：“决意慎选历史的材料同决意据实记载这两件事体，无论如何，不过是科学化的史学的初步。因

为人类过去的事实可以受我们检查的如此的多，所以断不能简单的记载下来；而且这种事实异常的

复杂，所以可以加以许多的解释。”d 鲁滨逊批评兰克没有认识到史料的分析批判只是历史研究的准备

工作，而不是最后的工序。他把兰克错误想象成仅对搜集、分析史料感兴趣，并加以如实地记载，丝毫

没有解释史料的冲动。这根本不是兰克的本相，恰恰是兰克极为反感的做法。

《新史学》英文本和中译本在中国很流行，鲁滨逊对兰克的只言片语的概括，很快转化为中国史家

的兰克论述。陶孟和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教育研究会演讲“新历史”，他说：“德国史家兰克曾写了很好

的历史，并且会用校勘法、选报正当的史料。但是他也是偏重政治一方面，他以为国家是人类发展的

继续绵延的基础，所以历史的目的，是使我们明白国家的起源及性质。”e1926 年朱谦之的《历史哲学》

对兰克所知有限，他说：“德国史学家兰克（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了我们对于国家起源和性

质的观念，似这种把国家—政治的组织，为研究史学中枢，把历史看作‘民族之魂’和中国《二十四史》

《资治通鉴》把帝室为史的中枢的观念，当然是一样地错误了。”f 朱谦之这句兰克云云，取自何炳松所

译《新史学》。陈安仁《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 年）“绪论”，提出要研究中国政治思

想史，先要明白什么是历史，引征各家说法，其中“德国史学家（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我们对

于国家起源和性质的观念’”。杨鸿烈《史学通论》谓：

德国的大史学家郎开（Ranke）也曾说过：“历史之‘目的’是要明晰我们对于国家的由来和

性质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发达的继续的根据。”

陈、杨二氏的引文都来自何炳松译本，杨氏却擅自改动文字，想当然以为这句话出自兰克，事实上这只

是鲁滨逊的概括认识，而不是兰克的原文。g 杨氏以兰克作为靶子，批评兰克观点，“人类生活不仅是当

兵做臣民或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为与人类有惟一利害的机关”，“一般人看过去政治的事实，仍旧当做是

尽善尽美的历史的资料，这就不能不待‘史学通论’的作者们要‘辞而辟之’了”。h 但杨氏没有接受鲁

滨逊视兰克为爱国的民族主义史家的看法，他认为兰克“嗜冷事实而恶热感情”的史风，与普鲁士学派

a [ 美 ] 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年，第 8 页。“To Ranke the Purpose of history 
was to clarify our notions of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State, which forms the basis of the continuity that we believe we observe 
in human development”, see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2, p.8.

b 何炳松译：《新史学》，第 43 页。英文本，第 42 页。

c 何炳松译：《新史学》，第 44 页。英文本，第 43 页。

d 何炳松译：《新史学》，第 48 页。英文本，第 47 页。

e 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 月 1 日，第 2 页。

f 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8 年再版，第 2 页。

g 鲁滨逊的话出处在 1836 年兰克作为柏林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历史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De historiae et 
politices cognatione atque discrimine）：“从过去所发生的事物中得出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并指引我们理解这种国家本质，
这是历史任务。而政治的任务是，在成功地认知并理解国家的本质之后，继续并发展这种国家本质。”（易兰译：《世界
历史的秘密》，第 113 页）如果对比鲁滨逊文字，则发现鲁氏误解了兰克原文，将论“政治任务”文字并入到“历史任务”。

h 杨鸿烈：《史学通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 年，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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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a 此观点早见于他的《史地新论》一书，b 承袭自徐则陵的观点。徐氏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欧

洲史和教育学，《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一文说：“朗开而后，德之史学界力矫轻信苟且之弊，一以批评

态度为归，嗜冷事实而恶热感情，史学何幸而得此。孰知近四十年来，普鲁士因人民爱国思想而统一日

耳曼，史学蒙其影响，顿失朗开派精神，而变为鼓吹国家主义之文字，自成为普鲁士史学派。”c 就内容

来看，徐文属编译性质文章，不是原创文字，不少内容取自古奇“Historical research”一文，d 尤其关于

兰克论述，多可见于古奇该文。1924 年古奇该文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史地学报》，当与徐氏有关。徐

则陵贩卖古奇的兰克论述，影响颇大，除了被杨鸿烈、南高史地学派的青年学人接受，卢绍稷《史学概

要》论兰克则拼凑自徐则陵和陈训慈。

陈训慈是徐则陵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的学生，他与南高史地学派其他成员缪凤林、张其昀、

王庸、向达等，在史法上推崇伯伦汉、瑟诺博司、Vincent、傅舲，在史义上宣扬鲁滨逊新史学主张。陈

氏对兰克的认识前后有所不同，最初受鲁滨逊《新史学》影响，先入为主，以为兰克是代表“国家主义

史观”，“以唤醒国民”。e 嗣后，他又接受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一文强调兰克与普鲁士学派的

区别，改变对兰克的认识，1924 年彼谓 19 世纪初德国史家“差不多都浸渍于国家主义之中”，只有“大

史家 Ranke 可说是例外”。f至 1925 年发表《史学蠡测》长文仍持此见，彼谓兰克“标揭史学之根本义旨，

益悠然自有深造。晚年著《世界史》一书，不拘民族之畛域，以为‘民族间互为影响，实成一有生命之

整体’。在民族主义风靡之秋，独具大公之精神，要非有超人之史识，不能及此”。g 陈训慈的兰克观点

是从西人二手著作和徐则陵处获悉。南高史地学派诸人并没有直接接触兰克，他们的兰克观点大多依据

二手著作编译摘述而已，多为一些流行的常识，但由于出现较早，居然被不少中国史家辗转复制，成为

民国史学界有关兰克知识的渊源之一。

南高史地学派译介兰克世界史理念，被中国史家转引者甚多。陈训慈通过 J. M. Vincent, Historical 
Research 转引兰克一段有关世界史的经典论述“Universal History （Weltgeschichte） embraces the events 
of all nations, and times in their connection, in so far as these affect each other, appear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all together form a living totality”，h 把 Universal History 译为“宇宙史”，解读为“其意盖谓宇宙史包括全

世界全时的事实，以人类全体为本，而明其相互之关系也。其所喻述，皆扩大空间与时间，最足表示此

种趋势者也”。i 此时陈氏的理解颇为生硬。1922 年缪凤林撰《研究历史之方法》，特说明《史地学报》

第 1 期关于“历史者何”问题有三文讨论，即徐则陵《史之一种解释》、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

趋势》以及他自己的《历史与哲学》，他说：“今不欲繁称博引，惟采一家之言，揭以一字，以解释此问

题”，此一家之言便是陈训慈所引兰克论世界史文字，缪氏译为：

朗克（Ranke）曰：“普遍史包罗万国相绵之事实与时间，交互影响，承递婵绵，而以构成一

活动的全体者也。”

a 杨鸿烈：《史学通论》，第 93 页。

b 杨鸿烈：《史地新论》，北京：晨报社，1924 年，第 3 页。

c 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史地学报》第 1 卷第 2 期，1922 年 1 月。

d 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谓：“ 德有芒森而史学自成一派，后起研究罗马史者，莫不受氏之影响。费
雷罗著《罗马兴亡史》，以经济与心理的原因解释民国之亡，耸动当世 ”。（第 3 页）兹比较古奇 “Historical research” 一
文 “Mommsen, like Ranke, was the founder of a school; and his inspiration has been felt by every worker in the field of Roman 
studies...Ferrero’s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Rome, though frowned on by scholars, aroused world-wide interest by interpreting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in terms of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in Recent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Thought, edited by  F. S. 
Marvi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p.150.

e 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 1 卷第 1 号，1921 年 11 月。

f 陈叔谅：《大战与领袖主义》，《东方杂志》1924 年第 21 卷第 14 号。

g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1925 年第 3 卷第 5 期。按，第 37 页注明：“关于近世西洋史学之进步，本
学报一卷二期徐则陵教授《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及二卷八期张廷休君译《近五十年历史讨源述略》二文，可供参考。”

h J. M. Vincent, Historical Research,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11, p.12.
i 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 1 卷第 1 期，19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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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谓兰克之言有一基本观念，即“史事为演化”，a“一切历史事实，皆属逐渐发展，逐渐蝉蜕，旧者

未全灭，新者已兴；新者虽盛，旧者犹有存焉。而此新者即旧者之所演化，此则历史之真象也”。b 强

调“进化”不合兰克的观点，缪氏感觉非常灵敏。缪氏译文信雅，有些史家据此视为兰克的历史定义，

如郑鹤声《史与史字之解释》（《史学杂志》1929 年第 1 卷第 5 期）、左复《中国史表》（雅礼学校，

1931 年）、王敏时《国学概论》（新亚书店，1933 年）、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 年）、李承廉《史

学方法论》（《江汉学报》1933 年第 1 期）。1925 年陈训慈或受同门缪氏的影响，将兰克的世界史理念改

译成“民族间互为影响，实成一有生命之整体”，也被不少史家转相抄袭，如卢绍稷《史学概要》、罗

元鲲《史学研究》、朱谦之关于兰克论述都直接出自陈训《史学蠡测》。c 此种情形，诚如 1931 年齐思

和批评中国史学理论界，偶有征引西方学说，“亦不过取自他人之译本，甚至片辞只句之征引，亦悉就

他人之论述辗转钞出”，“俨若原书已亡佚者”，“外人著作虽若何重要，苟国人尚未介绍”，皆茫然不知，

而“国人之论述，虽肤浅疏陋，不堪入目者”，反而“一一征引，视若瑰宝”。d 齐氏的批评同样适用于

中文世界兰克论述的实况。

绍特威尔、班兹著述经常论及兰克，并被中国史家所接受。朱谦之虽好谈兰克，但他并没有读过兰

克著作，他的兰克观点是拼凑式的，杂糅鲁滨逊、班兹、Bury 以及南高史地学派的看法，大体视兰克

为考证派史家。朱氏早期著作《历史哲学》只知兰克是政治史家，“兰克对于历史现象，主张要严格探讨，

所以他的方法和工作都是科学的，而所受于黑格儿派也不过在其收入于其结论中的一种意义罢了”。e 朱

氏最初的兰克知识取自两处：关于政治史家，从鲁滨逊《新史学》得知；关于受黑格尔影响，则直接抄

袭英国史家 J. B. Bury《进化论与历史》（“Darwinism and History”）中译文。f1929 年他留学日本，接触

到更多西方史学理论著作，1931 年在上海暨南大学短暂讲授西洋史学史，所列参考书目甚为丰富，包

括古奇、吉扬、傅埃特、克罗齐的史学史著作。g 他说：“自 Ranke 以下，所有各国谨严的名史家，多

少均受他影响，而倾向于考证的及客观的史学精神，关于这一点，最好是参看 G. P. Gooch 所著《十九

世纪之史学及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 , 1913）一书。”h 他也读过

班兹《史学》英文本。i 或受傅埃特的影响，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大纲》一度将兰克视为历史哲学家，j

但他没有坚持，转而接受鲁滨逊新史学派的观点，视兰克为考证派，到了 1940 年代仍如此，k 还说鲁滨

逊一派史学史著作“至今尚很有价值，并且都已经有汉译本，这不能不算我们研究者不幸中之万幸”。l

四川大学史学系周谦冲开设西洋史学史，m 认为兰克是考据派宗师，“鼓铸客观精神，重光考据

方法，使历史学由附庸之地位，一跃而齐于独立科学之林者，则袁克之光荣也”。考据派史学之发达，

a 缪凤林解释之所以将 Evolution 译为“演化”，而放弃“进化”，在于“此字本义为逐渐发展之程序（the process 
of gradual development），中人通译进化，似有未允。述者以进化字颇有流弊，故改”。

b 缪凤林：《研究历史之方法》，《史地学报》第 1 卷第 2 期，1922 年 4 月。

c 卢绍稷：《史学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年，第 82 页。罗元鲲：《史学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35 年，
第 153 页。朱谦之：《经济史研究序说》，《现代史学》1933 年第 1 卷第 3、4 期合刊。

d 齐思和：《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国闻周报》第 8 卷第 4 期，1931 年 1 月。

e 朱谦之：《历史哲学》，第 41-42 页。

f“兰克之理想，则以归纳之法得之——以对于现象之严格的探讨得之——故其方法与工作皆为科学的，而其所
受于黑智儿派之所前得者，亦仅在其收入于其结论中之一种意义而已。”（J. B. Bury：《进化论与历史》，严既澄译，《民
铎杂志》第 3 卷第 4 号，1922 年 4 月）

g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第 365、367 页。

h 朱谦之：《经济史研究序说》，《现代史学》1933 年第 1 卷第 3、4 期合刊。

i 《社会科学的历史与趋势》（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25）第 1 章“History”，班兹撰写，
向达译成中文，题名《史学》，商务印书馆 1930 年出版，此外雷震译《西洋史学进化概论》（文化学社，1932 年）是同
书异译本。

j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上海：民智书局，1933 年，第 109-112 页。

k 朱谦之：《现代史学概论》，《朱谦之文集》第 6 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43-44 页。

l 朱谦之：《现代史学概论》，《朱谦之文集》第 6 卷，第 34 页。

m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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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大阶段：一为历史辅助科学之发达，俾史家有所资以考订史料之真伪；二为内部考证之进步，不仅

限于史料真伪之辨，并研究及作家之心理背景，以确定其可信之程度。兰克是第二阶段中贡献最伟大者，

《近代史家批判》“首次建立现代‘内部考证法’之规模。袁克最伟大之贡献，在主张史家之研究，不仅

应利用当代史料，并应彻底研究作家之人格、倾向与各种活动，以判断其叙事之个人心理。”兰克有两

种基本观点：一为“时代精神”（Zeitgeist），彼认为各民族各时代均受一种时代思潮之支配；二为“客

观精神”，因各时代有其特殊之时代思潮，故彼认为史家应完全不以现在之成见，观察过去之历史，而

应以客观之精神，叙述过去之史实。兰克开创的实作课，“开历史教学法之新纪元”。周氏也指出：“袁

克之史著，亦不无缺点：未能穷究史料之源泉，一也；偏重政治史及大人物，二也；忽略经济生活、社

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三也。”a 周氏对兰克的认识，与同时代其他史家一样，端赖二手著作，他注

明参考吉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ans. F. Helmolt《兰克生平与

贡献》，但其中不少文字却取自班兹，如上引兰克最大贡献、基本观点和缺点云云，均译自班兹在 1919
年版 Encyclopedia Americana 所撰写的“History”。如兰克史学之局限，班兹说：“His defects have been 
pointed out by later writers as the failure to exhaust the sources available for any subject upon which he wrote 
and a primary concern with political events and dominating personalities to the neglect of the more fundamental 
fac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nd even of political, life.”b 两相比对，即可明白周氏所论渊源有自。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是将兰克定格在客观主义史家的一句最为流行的名言，几乎达到凡论兰

克则必引的程度。1930 年代美国贝克尔（C. Becker）、比尔德（C. A. Beard）所发动的史学客观性问

题论争，对中国年轻一辈的史家颇有影响，激发了人们进一步思考客观史学的限度。1942 年王绳祖

发表《美国历史学家对于赖克学说之意见》一文，并非无的放矢，正是借美国史家之口，重新评估科学

派兰克的局限。王氏早年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其师贝德士（M. S. Bates）指引，认真研读过《史

学原论》，1930 年代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受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比尔德、贝克尔等的影响，

思想倾向于相对主义，彼谓“历史的真理，是动的真理，是相对的真理”，c“历史学上一个普遍原则，

历史真理是个相对的真理，史学方法的进步，新材料的发现，新的历史观念，使每一个时代对于历史事

件真实性的认识皆有增加，继续不断的增加，且永无止境”。d 他说：“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斥文

史不分，为史学发展之阻碍。文人冒充史家，‘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历史家乃悬‘科学的历史’为鹄

的。史文写作，应依据已加考订之事实，叙述描写，须求其忠实而正确。信如是也，则可达到历史之客

观的真理。德国史家赖克，首倡此旨。彼谓写作史文，应将历史实在情况写出，巨细不遗，必忠必实，

德语所谓‘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简要介绍兰克著史特点：“德国史家，笃守师训，重视史料研究，

以为舍史料外无历史。主张客观批评，以为事实既经考订，一经叙述，便可达到历史之客观真理。或称

此种风气，曰‘历史主义’（Historicism）。”e 王氏完全接受经美国史家所误解的兰克，译介 F. J. Teggart
《论历史原理》（Theory of History, 1925）、比尔德“That Noble Dream”f、贝克尔“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g、G. Salvemini《史学家与科学家》（Historian and Scientist, 1939）四位美国史家的观点，说

明兰克主张非谓不当，但却无法达成。

贝克尔“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一文是他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致词，1946 年李絜非《论

历史的本真》一文就脱胎于此。李氏指出，“自兰克（Ranke）以次的科学之史家，相与辛勤搜集编印

a 周谦冲：《现代西洋史学之趋势》，《史学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40 年 3 月。

b Harry Elmer Barnes, “History, its rise and development : a survey of the progress of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reprinted from the 1919 edition of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p.245.

c 王绳祖：《说史》，《斯文半月刊》1941 年第 1 卷第 21 期。

d 王绳祖：《法国革命史》（书评），《观察》第 3 卷第 1 期，1947 年 8 月。

e 王绳祖：《美国历史学家对于赖克学说之意见》，《学思》第 2 卷第 6 期，1942 年 9 月。

f Charles A. Beard, “That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1 （Oct., 1935）, pp.74-87.
g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7, no. 2（Jan., 1932）, pp.221-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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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坚持不置信于流行的一切，而唯证据是求是重，此其作用，诚属可称，则以人类文化的推进，最

先应努力于不受欺罔，打倒偶像，而建立事实，一依其序，盖实为史家之第一任务”，“科学的史家，拒

绝哲学的解释，而为拜倒于真确事实之下，无所动于衷意为未尝有所增减一分与先入之见于其中。史学

仅为反映事实，遂乃以绝大辛勤与长期耐心，以穷究原料，而无所屈折的反映此等事实之真确性。由之，

人类经验之过程与其意义，显示以事实之本身，而不需假请史家之任何解说”。但他话锋一转，“假定事

实一度建立完成，‘将自为言’，乃一假相”，“此种心情，今已成为过去”。为什么呢？李氏说：

无论历史事实之为如何“冷”，如何“酷”，要之，皆非一种物质材料，如竹木、器材之有一定

形式与不变部位。是叙述史事，非投竹木，竹木任投何处，皆保持其形式与部位弗失，史事的形与

质则异是。在文字的推论上，既已由于传达者所使用文字而已不同，抑历史事实，非客观世界之一

部分，反之，仅为一往不复事实之想象的重构，形质不可或离。由于以文字推论实质时，实乃为一

种理想，以成形式，终由形式传达理想，以成实质。因之，非不予事实以区别，但依史家之意念为言，

其事实已使特殊意义传达于中，史家藉实质形式以创建一想象的事实之系统，固非表现之于解释。a

除了用“竹木”“器材”替换原文“砖块”（brick）、“木片”（scantling），其余文字都直译贝克尔文章。b

贝克尔在文末讲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会“与时俱淡”，李氏添加王国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

花辞树”加以说明，倒是极为传神。

四、结语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兰克”之名并不陌生。从晚清以来不论汉译日本西洋史教科书还是中国学者编

写的西洋史或世界史教科书，都一再出现兰克，视他为 19 世纪西方史学大家。借助流布范围极广的教

科书媒介，若说兰克在近代中国史学界知名度颇高，当离实况不算远。此外，民国时期各大学史学系开

设西洋史学史或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颇多，这类课程通常也会讲到兰克。因此，中国史家课堂或著作中

偶尔提及兰克，c 并不能说明后者对前者产生如何影响，也不能说明前者一定对后者有实质性的认识。

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绝大部分只是从外国流行的西洋史教科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著作中转

述而来，甚至是经过多重转引，引述者未必清晰了解兰克的思想脉络，人云亦云、寻章摘句是较为普遍

的现象。直接阅读兰克原著者寥寥无几，哪怕号称“中国兰克”的傅斯年、把兰克挂在嘴边的姚从吾，d

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他们曾研读过兰克著作。

在兰克史学中，史法与史义是融为一体的，史法是工具，史义是目的，前者从属于后者。然而，兰

克史学藉西方史学史、史学方法论之类文本在中国流播过程中，史义被抛弃，史法被保留，兰克多被中

国史家定位为考证学家。强调兰克是唯心观念主义者，在当时西方史学译著中偶有涉及，如英国麦尔兹

a 李絜非：《论历史的本真》，《新中华》复刊第 4 卷第 24 期，1946 年 12 月。

b 引文的原文为：However ‘hard’ or ‘cold’ they may be, historical facts are after all not material substances which, like 
bricks or scantlings, possess definite shape and clear, persistent outline. To set forth historical facts is not comparable to dumping 
a barrow of bricks. A brick retains its form and pressure wherever placed; but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historical facts, having 
a negotiable existence only in literary discourse, vary with the words employed to convey them. Since history is not part of the 
external material world, but an imaginative reconstruction of vanished events, its form and substance are inseparable: in the realm of 
literary discourse substance, being an idea, is form; and form, conveying the idea, is substance. It is thus not the undiscriminated 
fact, but the perceiving mind of the historian that speaks: the special meaning which the facts are made to convey emerges from 
the substance-form which the historian employs to recreate imaginatively a series of events not present to perception. see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7, no. 2（Jan., 1932）, pp.233-234.

c 例如，曾亲聆陈寅恪课堂的李坚回忆：“他还在黑板上书写了好些西方历史学家的外文名字，记得其中有被誉
为欧洲‘近代史学之父’的德国考据学派史家兰克（Ranke）以及英国剑桥学派史家阿克顿（Acton）；但是，寅恪师却
不同意阿克顿关于写历史要使各国人都满意的说法。”（李坚：《陈寅恪二三事》，《民国春秋》1990 年第 5 期）这则材料
经常被研究者引用，说明陈寅恪知道兰克，他的治学深受兰克的影响。

d 陈得芝谓姚从吾曾“钻研名史家兰克等人的著作，深受兰克治史方法的影响”。（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
国通史》第 8 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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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T. Merz）《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德国

福利德尔（E. Friedell）《现代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Age）等，在他们看来，兰克根本不

是史料搜集批评者，而是一位观念论的史学大师。尤其傅埃特《近代史学史》一书，指出兰克史学有观

念论和重叙事的特质，但读过这本书的中国史家对此毫无共鸣。应该说，中国史家有条件更加全面认识

兰克，哪怕借助二手研究著作，但却选择性彰显兰克的史法，而拒绝他的史义。究其原因，其一，“义，

属于主观者也，其为物也，因人而异。法，属于客观者也，其为事也，应用如一。义只可以意会，而法

则可以言传，义只可以藏之己，而法则可以授之人。”a 兰克在讲课和著作中从未系统地说明他的史学

理论，他的“史义”后人阐扬的少，而“史法”则广为推介。其二，兰克的历史观点产生于农业时代，

用模糊玄思的“观念”和个人行动来解释历史，已不合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各国史学专业化的价值指向，

尤其他忽视民众和社会经济的力量，令 20 世纪大多数史家不能接受。

兰克对中国近代史学有影响，但两者关系是间接的，仅有象征意味，没有实质性的联络。近代中国

史家很少公开宣称受到兰克的影响，即便傅斯年非常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若就此与兰克联结在一起，或

谓傅斯年思想深受兰克的启发，未免过于夸大。关于陈寅恪是否受兰克影响，也是如此，论者往往以陈

氏曾留学德国，又如此注重全面占有史料，便推导他必受兰克的影响，这种论证实难令人置信。b 其实

重视史料的观念不必非来自兰克不可，许多史学研究法著作费颇多篇幅讲史料，中国传统考证学也强调

实事求是的精神。傅斯年的治史方法纯然近乎《史学原论》的取径，与兰克只有遥远的想象呼应。像《史

学原论》之类的教科书，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共鸣效应，或远大于兰克。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c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

真实的兰克是中国史学界无法消化的。且不说兰克那套带有浓厚宗教神学意味的思想体系，与中国本土

思想毫无相通之处，他以西欧历史为中心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对东西方历史采取双重的价值标准，

这幅面目可憎的兰克形象，中国史家何以能接受呢？中国没有新教的土壤，无法移植兰克的神学历史观，

但他的史法剥离“精神”成分，化约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则，被编写进史学研究法教科书，则可与中国

土法——考据学相接榫，在中国史学界大行其“法”，而土法依附于洋法得以提升到“科学”之列。d 诚

如陈寅恪所言，但凡对中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

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因为两者“性质与环境互

相方圆凿枘”。e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曾输入各种西方史学理论，大多昙花一现，惟西方客观

史学一派落地生根。兰克史学只有经过改造，安置在中国考证学脉络之下，才不至于重蹈唯识宗之覆辙。

责任编辑：郭秀文

a 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序》，第 1 页。

b “虽然陈先生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佛经，又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对中国古典文献也非常熟悉。总而言之，
他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来研究历史。”（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47 页）“寅恪
在德国读书时，正当兰克学派的盛世，对兰克的史学必定熟悉。”（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第 44 页）

c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1 页。

d “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全盘西化之论，格于政治社会之阻碍，未克实行；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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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Co-governance in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the Aging Society
 He Wenjiong and Wang Zhonghan  73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degree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deepening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aging,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aging trend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Multiple co-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the support system for the aging society,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afe,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aging society. Whether 
based on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 or social policy theory, the aging social support system should adopt multiple 
co-governance, that is, multiple subjects participate together and provide social support services or goods 
through a certain cooperative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Starting 
from this, the current focus is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subject in society, optimiz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olicy design, establish a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subjects, and gradually move 
towards a state of mutual equality and organic coupling.

On Ranke’s Historical Thoughts
 Hu Changzhi  108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with his pioneering method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izing histor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However, his success was not limited to 
the source studies. On the contrary, Ranke was a great master of storytelling.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how, firstly, 
that Ranke often presented his views openly. He did not deny that historians should have a point of view. They 
just have to widen their horizon. Second, this article wants to show that Ranke saw the past full of different 
tendencies. Each tendency manifested its own valuable individuality.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tendencies formed 
epoch for him. World history was an interrelation of all those tendencies.  Third, this article wants to emphasize 
that Ranke’s storytelling was determined by his firm religious belief. The shaping of the unity of the European 
nations, which make up the world historical phenomena, led back to his Christian religiosity.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which is otherwise central to his historical thinking, had not been applied to the non-Christian 
cultures in his world history. He thus fell into the Hegelian philosophical paradigm of world history and was 
using Hegel’s terms concerning the Orient. Ranke thus formed a double moral in his historical thinking.

Source and Disseminati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ans’s Discussion on Ranke
 Li Xiaoqian  141
Ranke, a German historian, is well know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circles. For Chinese historians, the 

vast majority of discussion on Ranke are simply paraphrased from foreign popular western history textbooks, 
works on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fter multiple citations, the recitator may no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ography of Ranke, and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o seek for words and 
sentences without independent opinions. For those who read Ranke’s works directly, this is rare.The fact that Ch
inese historians occasionally mention Ranke in class or in their book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influenced by 
him. Nor can it be said that they have any substantial knowledge of Ranke. Ranke had only indirect influence o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mong which western works on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played an intermediary role. His historical meaning was abandoned, and his historical method was preserved. Th
is was in line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ual criticism, which was popular among Chinese historians.

The Occurrence Mainline and Polyphonic Composition of Contemporary Event Literary Theory
 Liu Yang  154
Event-oriented literary theo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It i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event thought, which is the theme of modern humanities, and applies its connotation of 
“dynamic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s far as the basic content is concerned, it does not 
simply repeat the premise that the human way of thinking gradually evolved from static to dynamic after 
entering the 20th century, but on this basis, it emphasizes the difference and heterogeneity of dynamic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intervention and impact of singularity. This is generally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by the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institute in the past. On the genetic level, it occurs in the 
ternary intertwined main line of language / anti-language / non-language. On the morphological level, it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yphony, that is, on the three levels of consciousness, history and language, it permeates 
contemporary thoughts such as psychoanalysis, phenomenology, existentialism, hermeneutics, process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semiotics and discourse politics and its life form, post-structuralism and 
deconstructionism, and continue to form controversial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Objectively, it brings out a 
cutting-edge history of literary theory, which takes event as the core and obtains clear graphics from the inherent 
rich tension, which marks a new growing point for the study of the post-theoretical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